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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1997—2014 年中国 31 省区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农业碳生产率，借助熵指数构

建多尺度城镇化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间

接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分异特征。结果发现，多维度城镇化是抑制农业碳生产率的主要力量之一，某一地区农业碳

生产率会同时受到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甚至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要远远高于本地区的直接影响。在

东、中、西及东北地区，上述情况依然存在，且以西部地区城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因此，应更加重视多尺

度城镇化在农业低碳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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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而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近年来，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

发展、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农业碳排放激增，

农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表现出以“弱脱钩”为主

的非协调发展状态[1]。一般认为，碳减排与经济增长

难以兼顾，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往往会放缓经济发展速

度，甚至给社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为此，一些学者

提出通过提高碳生产率等途径，推动碳减排与经济增

长的双赢[2−3]。这意味着，如何调和农业经济增长与碳

排放的矛盾，理应是顺应理论与实践发展潮流的选择，

而提高农业碳生产率恰好为此提供了有利契机。 

目前，学界有关“农业碳生产率”的研究相对较

少，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业生产效率[4−5]、农业碳

排放绩效及减排成本[6−8]、农业环境效率[9−10]方面。事

实上，有别于上述概念，农业碳生产率是指单位农业

碳排放所产生的农业产值，其将农业碳排放视为隐含

于能源与物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以衡量单位碳排放

空间带来的农业产出[3]。由此可见，这种基于环境投

入视角的指标更加强调农业发展面临的隐含性约束条

件，与我国所提出的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强度降低

40%~45%的目标在核算上关联度较强。但目前学界对

此关注不足，不仅使得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推进缓慢，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碳排放与其

他投入要素的关系，农业低碳化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

将有可能大打折扣。 

本文的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单要素碳生产

率不同，考虑不同投入要素的替代关系，以全要素碳

生产率更为客观地把握中国农业实际发展质量。(2)与

基于空间均质假设的研究不同，将区域间可能存在的

空间依赖性与关联效应考虑在内[11]，更为客观地阐释

各因素在农业碳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机理，以得到更

具现实解释力的研究结论。(3)与简单地以人口城镇化

涵盖城镇化所有内容的研究不同，从人口、经济、社

会和土地 4 个维度衡量城镇在人口职业、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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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和地域空间的变化[12]，更为科学地考察多尺

度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鉴于此，利用 1997

—2014 年中国 31 省面板数据，构建农业全要素碳生

产率增长模型；同时，借助熵指数方法，从“人口-

经济-土地-社会”构造多尺度城镇化指标；进而应用

空间杜宾模型(SDM)，探讨了多尺度城镇化对农业碳

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分异   

特征。 

 

二、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 
影响机理 

 

城镇化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城镇化

对碳排放起何种作用并无定论，其原因在于二者关系

的复杂性。目前较多的观点认为，城镇化对碳排放具

有“驱动”与“制动”(或抑制)双重效应[13−14]，也有

学者将上述效应分为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15]。不过，

无论就何种效应而言，均会因城镇化所处阶段不同而

有所差异。 

从理论上来看，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

理主要如下： 

第一，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城镇化主要通过影响要素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对农

业碳生产率产生影响。城镇化最明显的特征即为人口

由乡村向城镇转移，大量乡村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

流动，使得农业对以机械、化肥与农药为代表的劳动

节约型与土地节约型技术依赖度提高，直接推动能源

消费与农业碳排放量的增加，而在农业产出不变或增

长不甚明显的情况下，这将不利于农业碳生产率的提

高。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与“去农化”，

不仅使得其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而且消费模式与生活

习惯也在逐渐变化[16]。尽管现阶段城乡居民对粮食直

接消费有所减少，但由于城镇人口规模扩大所引起的

农产品需求的增加，特别是以肉类等为代表的高碳型

产品及其加工间接消耗粮食，会引发更多的碳排放  

量[17]，进而抑制农业碳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增长具有驱动作用。

这种正向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城

镇化所具有的技术进步效应等对农业碳生产率产生影

响。一方面，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张

以及空间布局的外延，这将引起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

度的提高，也会推动农业专业化发展与集聚经济的形

成[18]。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

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单位农业碳排放所产生的农

业产出不断增加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城镇化具有的

产业结构转化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会外溢至农业部门，

并推动农业碳生产率的改善。技术进步、知识的外溢

是提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关键，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也是

技术变革的过程，由此积累的人力资本、创新知识以

及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亦会外溢扩散至农业部门，进

而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碳生产率的提高[19]。 

综上所述，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亦具有驱动与

抑制双重效应，至于何种效应起主导作用，主要取决

于城镇化发展阶段以及两种力量的对比。鉴于当前我

国处于经济转型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扩

张效应”占据主导地位[20]，以及城镇化水平与碳生产

率所处的低度耦合状态[21]，本文预期现阶段城镇化对

农业碳生产率增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考虑

到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也并非同质，以及城镇

化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的空间滞后性[22−23]，预期城镇

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与空间溢出

效应。 

 

三、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一) 基于 SFA 的农业碳生产率增长模型 

生产前沿法是研究效率的主要方法，主要包括

SFA 和 DEA 两类。其中，SFA 能够剥离无效率项与

随机误差项，且能保证被估效率有效与一致，故使用

该方法对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其公式如式(1)。 
 

, , , ,( , ) exp( ) 1, ; 1,i t i t i t i ty f x v u i I t T    ，  

      ,
2 2

,~ (0, ), ~ ( , )i t v i t uv iid N u iid N          (1) 

式中：xi,t和 yi,t分别为 i 地区 t 期的投入和产出指标；

β为待估参数；vi,t和 ui,t为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二者

相互独立。 

本文使用包容性较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度农

业碳生产率。为保证测度结果的科学性，后文会对模

型设定形式恰当与否进行检验。检验内容主要包括技

术非效率存在性检验、技术变化存在性检验、技术变

化的希克斯中性检验以及 C-D 生产函数适用性检验。 

 (二) 熵指数 

熵值法具有完全根据各指标自身变异程度来确定

其权重的优良特性，可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5]，

故被广泛使用。本文采用熵指数从“人口—经济—土

地—社会”多维度测度城镇化指标。 
具体可描述为：①若有 i 个地区，j 个评价指标，

原始指标为 xi,j，运用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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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 j i j j jx x x s   ， jx 为指标 j 的均值，sj为标准差，

i=1, 2, …, I；j=1, 2, …, J；②进行线性变换，即

, ,i j i jz ax b   (取 a=10，b=60)，以保证取值非负，

且数据更具可比性；③对各指标进行同度量化处理，

即计算 i 地区指标 j 比重 , , ,/i j i j i jp z z  ；④计算出

指 标 j 的 熵 值 及 差 异 性 系 数 ， 分 别 为 je   

, ,(1 / ln ) ln 1i j i j j jI p p g e   ， ，其中 gj 越大，则

指标越重要；⑤得出指标 j 的权重  jjj ggw / ；⑥

计算地区指标的综合得分 ,i j i jf w p  。 

(三)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在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前，需进行空间自相关

检验。若检验结果证实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才可选择

合适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1. 空间自相关检验 

通常使用 Moran’s I 指数检验经济事物的空间自

相关性。其公式如式(2)。 

2
, ,

1 1 1 1

( )( ) /
n n n n

i j i j i j
i j i j

I W y y y y S W
   

       (2) 

式中：y、 y 、S2分别表示农业碳生产率值、均值及方

差；n 为地区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这里采用反

距离权重矩阵。Moran’s I 可度量全域或局域自相关，

取值范围为[−1, 1]。大于 0 时，表示农业碳生产率存

在正空间自相关性；小于 0 则为负空间自相关；等于

0 时，表示农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状态，

彼此相互独立。 

2. 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是最常用的空间计

量模型。但实际上，空间杜宾模型作为空间滞后模型

和空间误差模型的一般形式，具有无须对空间溢出效

应规模加以限制以及估计无偏等众多优点，在捕捉事

物的空间溢出效应方面更具优势[24]。而诸多研究并未

对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简化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这易

造成由于模型设定错误而导致结论不当等问题。本文

要考察的是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

溢出效应，故结合空间杜宾模型基本形式，其模型见

式(3)。 
 

, 0 , , ,
1

Ln( ) Ln( ) Ln( )
n

i t i j j t m mi t
j

CP W CP X


       

 

, ,
1

Ln( )
n

m ij mj t i t i t
j

W X


            (3) 

 
式中：CP 表示因变量(农业碳生产率)；αm 和 βm 为待

估参数；ρ是邻省农业碳生产率对本省的溢出效应；X

为城镇化等自变量，m 为自变量个数；μi和 λt 依次为

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 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1. 投入产出指标 

(1) 产出指标。采用农林牧渔总产值表示，并以

1997 年作不变价处理。 

(2) 投入指标。对农业碳生产率的测算，共涉及

农业碳排放量、农业资本及其他投入(农业劳动力与耕

地)三类指标，具体如下。 

第一，农业碳排放。依据《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指南》，借鉴李波等[25]、闵继胜等[26]、田云等[27]的

研究成果，将农业碳排放划分为三类：一为农地利用

物资投入(包括化肥、农药、农膜、柴油、机械与灌溉)

产生的二氧化碳(CO2)等。二为水稻(早稻、中稻与晚

稻)生长过程中产生的甲烷(CH4)等气体。三为农业畜

禽养殖（肠道发酵和粪便管理）过程中引发的甲烷

(CH4)与氧化亚氮(N2O)。最后根据下述公式得出农业

碳排放量： ( )i i iC C E e   ，并统一折算为二氧

化碳当量(CO2e)。其中，C 为农业碳排放总量，Ci为 i

类农业碳源的排放量，Ei与 ei分别表示 i 类农业碳源

及其碳排系数。 

第二，农业资本存量。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农业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农业资本

存量的具体计算公式为：Kt=Kt−1(1−δ)+It=Kt−1+It−Dt。

其中，Kt为 t 期资本存量，It为 t 期投资，δ为资本折

旧率。在测算过程中，基期资本存量 Kt0、当期资本投

资 It、农业投资品价格缩减指数 Pt及折旧率 δ等指标

是需要先确定的①。 

第三，其他指标。农业劳动力以农林牧渔业从业

人员数量替代，单位为万人。耕地面积采用农业播种

面积作为代理指标，单位为千公顷。 

 

表 1  农业投入与产出指标描述性统计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原始)数据来源 

农林牧渔业 

产值(亿元) 
2 736.68 3 167.27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业碳排 

放量(万吨) 
3 037.03 1 989.29 

《中国农村年鉴》 

《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等 

农业资本 

存量(亿元) 
581.87 735.68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核算历史资料》等 

农业劳动 

力(万人) 
963.55 749.88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地面积 

(千公顷) 
5 071.48 3 520.07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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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计量模型变量设置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基于上文 SFA 模型，计算得出农

业碳生产率(CP)。 

(2)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多尺度城镇化(UR)的测

度，借鉴以往研究[28−29]，采用熵指数从人口、经济、

社会、土地 4 个维度构造城镇化综合指标表示。其中，

人口城镇化(URp)，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经济城镇化(URe)，采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予以代替；土地城镇化(URl)，以建成区

面积占市辖区面积比重度量；社会城镇化(URs)，以农

民人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表示。运

用熵指数计算后，得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

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权重，分别为 0.243 8、0.254 

9、0.262 6 与 0.238 7。由此，即可得到多维度综合城

镇化指标。 

(3)控制变量。为了避免遗漏变量，还设置了如下

变量。 

农业公共财政投资(AFI)，以地区农业财政支出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表示。其中，国家财政支农投资包

括支农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业

基本建设支出及综合开发等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水平(EDU)，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

性，以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上劳动力比例②作为代理

变量。 

工业化(IL)，以工业实际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表示。 

农业开放度(OL)，用农业进出口实际总额占农业

增加值的比重表示，其中农业进出口总额的核算根据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计算而得。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EL)，以地区人均实际 GDP 表

示，单位为万元。 

农业产业结构(STR)，与碳排放测算保持一致，从

种植业与畜牧业两方面进行考察，并以二者产值之和

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替代变量。 

自然灾害(DAR)，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由农作

物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表示。 

各变量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特征详见表 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模型设定与结果检验 

1. SFA 超越对数函数模型设定检验 

运用似然比检验方法对上文构建的超越对数生产

函数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无

论是对技术变化与技术中性的检验，还是对是否采用

C-D 函数形式的检验，均拒绝原假设。换言之，采用

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农业碳生产率进行估计

是合适的。同时，由 γ 显著为正(0.926 5)可知，实际

产出相对于前沿面的偏差主要是由技术非效率所引起

的，也进一步说明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是合  

适的。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及其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数据来源(原始) 

CP 由 SFA 模型计算所得 0.318 8 0.173 4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URp 非农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 0.343 2 0.163 6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等 

URe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0.776 3 0.085 4 《中国统计年鉴》 

URl 建成区面积占市辖区面积的比重 0.083 4 0.066 4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URs 农民人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0.357 8 0.075 7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UR 熵指数计算的综合城镇化 0.032 3 0.004 0 由其他 4 个维度城镇化计算而得 

AFI 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比重 0.087 5 0.031 3 《中国统计年鉴》 

DAR 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 0.404 9 1.112 1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EDU 初中及以上农村劳动力比重 0.627 7 0.161 4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IL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0.385 5 0.097 0 《中国统计年鉴》 

OL 农业进出口额占增加值比重 0.404 9 1.112 1 《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EL 地区人均 GDP(万元) 1.717 2 1.348 2 《中国统计年鉴》 

STR 
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值之和 

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0.851 1 0.101 6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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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检验结果 

假设检验 对数似然值 
似然率统计

量(LR) 

χ2
0.01(k) 

临界值 
结论 

H1: 原模型 256.010 5    

H0: 不存在

技术变化 
130.291 0 631.368 0 16.81 拒绝 

H0: 技术 

中性 
245.565 2 628.565 8 13.28 拒绝 

H0: C-D 

生产函数 
115.502 9 730.716 4 30.58 拒绝 

 

2. 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利用 Geoda 软件检验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自相关

性。由图 1 可知，1997−2014 年间，全域 Moran’s 

I 指数均介于 0.37−0.41，并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省域间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着正空间自相关性，

邻近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以

及局部聚类的分布特征。同时，从全域 Moran’s I 指

数整体向右倾斜上升的变动轨迹来看，中国农业碳生

产率的空间依赖性不仅稳定且有增强的趋势。 

由图 2 Moran’s I 散点图可知，位于 H-H 和 L-L

象限③的省区数量在全国的比例由1997年的67.74%增

至 2014 年 70.97%，而属于 H-L 和 L-H 象限的样本比

例则由 32.26%降至 29.03%。这说明区域内省际农业

碳生产率同质均衡发展的趋势不断增强，分异发散演

化轨迹则在弱化。同时，由此也可识别“热点区”(高

值聚类区)与“冷点区”(低值聚类区)。换言之，在当

前农业碳生产率同质化与异质化特征并存的趋势下，

区域内省份间农业碳生产率的同质性不断增强；但由

于农业碳生产率“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冷

点”区则以西部省份为主，致使东西部之间的分化依

然严重。整体而言，中国省际农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

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局部聚类发展的空间格局

已相对稳定。 

 

 

图 1  1997—2014 年中国省域碳生产率全局 Moran’s I 指数 

 

(二) 多尺度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总体影响 

根据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详见表 4)可知，

Wald_spatial_lag、LR_spatial_lag、Wald_spatial_error

和 LR_spatial_error 均显著为正，即拒绝 H0: β=0 和

H0: β+ρα=0的原假设，应选取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

同时，空间杜宾模型的拟合优度和似然对数值明显优

于空间滞后模型，且均以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最佳。因

此，后文将基于空间固定效应的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展

开分析与解释。 

由表 4 可知，空间自回归系数 ρ显著且为 0.492 0，

表明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着明显的正空间溢出效

应，即邻省农业碳生产率的提高将有利于本省农业碳

生产率的改善。同时，在空间杜宾模型中，多尺度城

镇化及其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64 6 和

−2.703 6，并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本省或邻域

城镇化的推进，均不利于本省农业碳生产率的提高。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多尺度城镇化滞后项系数在各变 

 

 
图 2  1997 年和 2014 年中国省域农业碳生产率 Moran’s I 散点图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4 卷第 5 期 

 

112 

 

表 4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固定 时期固定 时空固定  空间固定 时期固定 时空固定 

UR −0.154 2* −0.003 1 −0.207 9**  −0.264 6*** −0.272 2 −0.278 7*** 

AFI −0.042 7*** −0.362 7*** −0.018 8  −0.015 6 −0.525 8*** −0.020 2 

DAR 0.009 7*** −0.033 6 0.009 4***  0.007 7** −0.056 3*** 0.005 9* 

EDU 0.068 7*** 0.382 4*** 0.066 2***  0.059 9*** 0.388 3*** 0.053 9*** 

IL 0.020 6 −0.329 3*** 0.015 6  0.008 2 −0.311 0*** 0.007 6 

OL −0.038 3*** 0.106 3*** −0.039 3***  −0.037 9*** 0.110 2*** −0.038 5*** 

EL 0.049 2**** 0.040 0 0.063 2***  0.071 3*** −0.045 5 0.076 8*** 

STR 0.275 6*** −0.482 9*** 0.408 3***  0.271 6*** −0.576 6*** 0.361 8*** 

W*UR     −2.703 6*** −1.924 7 −3.315 8*** 

W*AFI     −0.041 5 −2.902 5*** −0.209 8* 

W*DAR     0.004 0 0.032 3 0.021 2 

W*EDU     0.095 2 4.039 2*** 0.216 5 

W*IL     0.133 7*** −0.341 1 0.271 4*** 

W*OL     −0.088 5*** −0.621 2*** −0.204 4*** 

W*EL     −0.009 3 0.109 2 0.001 1 

W*STR     −0.424 8** 2.101 9*** 1.866 4*** 

ρ 0.652 0*** 0.058 0 0.761 5***  0.492 0*** 0.066 0 0.334 6*** 

R2 0.896 8 0.657 9 0.308 3  0.905 3 0.752 3 0.453 8 

LM−lag 92.321 6*** LM−error 46.604 4*** 

Robust  LM−lag 45.916 0*** Robust  LM−error 20.137 4*** 

Wald_spatial_lag 143.863 1*** LR_spatial_lag 128.661 9*** 

Wald_spatial_error 170.334 3*** LR_spatial_error 148.375 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置信水平上显著 

 

量中最大，这进一步突出了邻省城镇化对本省农业碳

生产率增长的外溢效应(尽管是负向的)。那么，忽视

城镇化在农业碳生产率增长中的间接溢出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会减弱研究结论的现实解释力。 

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

发展阶段，乡村人口向城镇流入，最明显的影响是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老龄化与女性化。加之

当前农业粗放发展模式尚未得到有效矫正，受国家增

产型政策的诱导，为增加产量、节省人力而对机械、

化肥农药等过度依赖的普遍性农业生产行为，已使得

化石能源投入品使用所引致的碳排放量在农业碳排放

系统中的比例最大[30]，并严重制约着农业碳生产率的

提升。另一方面，在现有农业生产条件下，城镇人口

和市场规模扩大以及人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需求总

量增加且产品质量要求更高；而在无效供给偏多、有

效需求难以满足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现状下，这仅仅

会增加效率的投入端，并造成资源能源与要素的浪费，

而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下行压力。此外，在全

国及中西部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的现实情况下，单纯

依靠城镇规模扩大等“摊饼式”发展模式的存在以及

相邻省份较为类似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加之城镇化推

进过程中省份间对资源与要素的争夺[31−32]，这不仅致

使本省农业碳生产率偏低，也会对邻省农业碳生产率

的改善产生不利影响。 

由表 5 进一步可知，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为 −0.271 

6，表明本地城镇化提高 1%，则农业碳生产率降低

0.271 6%；其间接效应系数为−3.378 1，表示邻近地区

城镇化提高 1 个百分点，则本地农业碳生产率降低

3.378 1 个百分点，进而造成全国层面农业碳生产率下

降 3.649 7 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

间接溢出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这从侧面突出了区域

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有趣的是，除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外，其他因素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均有类似

的外溢特征。即，尽管各变量对本省或邻省农业碳生

产率的作用各异，但整体上间接溢出效应均明显高于

直接效应，这更加强调了空间地理因素在区域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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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空间杜宾模型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UR −0.271 6 *** −3.154 7  −3.378 1*** −3.604 2  −3.649 7*** −3.749 7 

AFI −0.017 5 −1.237 4  −0.094 3** −2.119 4  −0.111 7*** −2.590 0 

DAR 0.008 1*** 2.334 6  0.014 6 0.562 5  0.022 7 0.862 1 

EDU 0.065 9*** 4.662 1  0.242 9 1.566 1  0.308 7* 1.952 5  

IL 0.014 1 1.002 5  0.268 1 *** 2.951 0  0.282 1*** 2.996 4 

OL −0.042 4*** −8.079 6  −0.209 4*** −4.827 9  −0.251 7*** −5.642 5 

EL 0.072 1*** 5.777 1  0.049 7** 2.407 6  0.121 7*** 7.444 1 

STR 0.254 9*** 3.407 9  −0.567 3 −1.469 6  −0.312 4 −0.787 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置信水平上显著 

 

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区域协调良性发展的必要性与

科学性。 

(三) 多尺度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影响的区域

分异特征 

为了探究中国不同地区城镇化在农业碳生产率增

长中作用的差异性，按照官方统计年鉴中的东、中、

西及东北四大地区进行分析。根据空间自相关诊断结

果 ， 并 结 合 Wald_spatial_lag 、 LR_spatial_lag 、

Wald_spatial_error 和 LR_spatial_error 可知，应拒绝无

空间滞后或空间误差的假设，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

估计。另，由 Hausman 检验结果来看，东、中、西、

东北四大子样本的 Hausman 统计量分别为 22.294 6 

(p=0.1737)、155.888 3 (p=0.0000)、48.640 0 (p=0.0000)

和 106.144 9 (p=0.0000)，即除东部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外，其他地区则以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为佳。限于篇幅，

不再报告各地区子样本回归结果，仅列出空间杜宾模

型中各变量的直接与间接效应估计结果，详见表 6。 

由表 6 可知，城镇化对东、中部农业碳生产率的

直接效应分别为−0.325 8 和−0.595 8，即东部和中部地

区城镇化率提高 1 个百分点，各自的碳生产率分别降

低 0.325 8 和 0.595 8 个百分点。溢出效应方面，除中

部地区外，其他地区内部邻省城镇化的推进均会对本

省农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且以西部地区负面效

应最大。就城镇化的总效应而言，东、中、西部城镇

化率的提高均不利于农业碳生产率的改进，且以西部

负面效应最大，这可能与西部地区自身城镇化发展质

量不高及生态相对脆弱有关[22]。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尽管长期的高强度要素投入带来了一定的农业经济增

长，但随着碳排放的激增，也造成了农业碳生产率相

对偏低的境况，这也突出表现在东、中、西三大地区

的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方

面。实际上，尽管城镇化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效

应与技术进步作用，但在各地区农业投入仍以物质资

本为主的情况下，城镇化所具有的这些积极作用难以

有效发挥。特别是在城镇化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其

过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反而会抑制人力资本对农业碳生

产率的提升作用；而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偏低

依然会严重制约城镇化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

农业碳生产率的正面影响[33]。故而出现了城镇化整体

上对东部(热点地区)和西部(冷点地区)负面影响较大，

而对中部抑制作用相对偏小和对东北无明显影响的 

现象。 

综上不难发现，城镇化是制约农业碳生产率提高

的关键因素之一，若将其忽略，那么将难以科学把握

农业碳生产率增长的力量来源。同时，由各地区城镇

化及其他因素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各类效应来看，空间

溢出效应的作用要远大于直接效应，这进一步强调了

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以及区域联合治理

环境的必要性，也间接反映出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

模型进行估计的合理性。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在测算省域农业碳生产

率的基础上，通过熵指数方法构建多尺度城镇化指标，

并探讨其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作用及区域差异。得到如

下结论：(1)1997—2014 年中国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存在

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性。由全域 Moran’s I 指数发现，

区域内省份间农业碳生产率的趋同性不断增强；但对

其“冷点区”和“热点区”聚类空间进行识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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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四大地区子样本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测算 

变量 UR AFI DAR EDU IL OL EL STR 

直 

接 

效 

应 

东部 
−0.326*** 

(−3.612) 

−0.043*** 

(−2.670) 

0.004 

(1.343) 

0.129 

(1.481) 

0.106*** 

(4.958) 

−0.024*** 

(−3.366) 

0.009 

(0.660) 

0.247*** 

(3.689) 

中部 
−0.596*** 

(−3.708) 

−0.033 

(−1.234) 

0.005 

(0.940) 

0.142 

(1.182) 

−0.019 

(−0.657) 

−0.003 

(−0.378) 

−0.049 

(−1.232) 

−0.747*** 

(−4.705) 

西部 
−0.132 

(−1.275) 

0.043 

(0.386) 

0.004 

(0.770) 

0.022** 

(1.991) 

−0.017 

(−0.645) 

−0.024*** 

(−3.892) 

0.036** 

(−2.354) 

−0.099 

(−0.764) 

东北 
0.361 

(0.770) 

−0.003 

(−0.070) 

−0.011 

(−0.998) 

−0.340 

(−1.477) 

−0.008 

(−0.540) 

−0.057** 

(−2.277) 

−0.177*** 

(−3.713) 

0.332 

(0.830) 

间 

接 

效 

应 

东部 
−1.205*** 

(−5.369) 

−0.074*** 

(−2.899) 

−0.001 

(−0.149) 

0.140 

(1.226) 

−0.269*** 

(−5.557) 

0.057*** 

(3.650) 

0.054*** 

(3.723) 

−0.064 

(−0.541) 

中部 
0.042 

(0.178) 

0.028 

(0.987) 

−0.009 

(−1.199) 

0.246* 

(1.754) 

−0.116** 

(−2.492) 

0.003 

(0.252) 

0.130*** 

(3.506) 

0.711*** 

(3.619) 

西部 
−1.605*** 

(−3.414) 

−0.059** 

(−2.189) 

0.022* 

(1.642) 

0.021 

(0.438) 

−0.244*** 

(−3.898) 

−0.039** 

(−2.555) 

0.094*** 

(5.777) 

−0.993*** 

(−5.135) 

东北 
−1.373** 

(−1.972) 

−0.037 

(−0.677) 

0.005 

(0.413) 

0.615** 

(2.491) 

0.017 

(0.683) 

0.041 

(1.282) 

0.273*** 

(5.716) 

−0.560 

(−1.257) 

总 

效 

应 

东部 
−1.531*** 

(−7.379) 

−0.117*** 

(−5.248) 

0.003 

(0.571) 

0.270*** 

(3.284) 

−0.164*** 

(−3.226) 

0.033** 

(2.332) 

0.063*** 

(6.996) 

0.183 

(1.530) 

中部 
−0.554*** 

(−2.620) 

−0.005 

(−0.516) 

−0.003 

(−0.684) 

0.388*** 

(5.849) 

−0.135*** 

(−2.799) 

0.001 

(0.041) 

0.081*** 

(11.727) 

−0.036 

(−0.318) 

西部 
−1.737*** 

(−3.595) 

−0.015 

(−0.789) 

0.026** 

(2.017) 

0.043 

(0.873) 

−0.261*** 

(−4.087) 

−0.063*** 

(−3.838) 

0.130*** 

(20.734) 

−1.092*** 

(−6.653) 

东北 
−1.012 

(−1.307) 

−0.040 

(−0.950) 

−0.006 

(−0.638) 

0.275** 

(2.016) 

0.009 

(0.344) 

−0.016 

(−0.478) 

0.097*** 

(7.266) 

−0.228 

(−0.73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东西部区域间农业碳生产率的分异依然严重。(2)中国

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邻省农业碳生产

率的提高将对本省产生有利影响。就城镇化对农业碳

生产率的影响而言，本省农业碳生产率不仅受到本地

城镇化的影响，更会受到周边地区城镇化的作用，甚

至后者的间接溢出效应要远远高于前者的直接影响。

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而言，上述情况依然存在，

且以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负面效应最

大。这与本文所预期的“当前阶段下，城镇化对农业

碳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较为一致。    

鉴于此，建议从如下方面着手，以发挥城镇化在

农业低碳转型中的积极作用。新时期下，应从人口就

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综合考虑，

在解决户籍制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断裂的基础上，

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体系，更加注重多尺度城

镇化推进方式的低碳化转变。以建设“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统筹城乡、区域协调、生态低碳”的可持续

城镇为发展目标，拒绝城镇“摊饼式”粗放发展。同

时，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需要，强化微观空间

治理，依据自然条件、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等合理推进土地城镇化进程，确保国土空间合理布局

与有序开发。当然，在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更

要强调局部区域内城市群的“大融合”，强化城镇发展

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与辐射作用以及区域之间的良性联

动，并通过产业联合、结构优化等途径，实现生产要

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与重构，更加注重“以人为

本”，为城镇化提供强有力发展后劲，也为农业低碳转

型提供可能。 

针对由于“去农化”带来的农业生产老龄化与妇

女化所导致化石能源等投入品过度使用等问题，应更

加注重效率与质量。通过改进施肥方式，采用秸秆类

生物肥料和绿肥，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采取绿

色防控以及推广可降解地膜等手段，在推动有机肥与

化肥结合使用的同时，提高化肥和农药等使用率，降

低其使用强度，实现使用量零增长及减量化，为“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提供可能。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鉴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西部

地区农业碳生产率改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

应在尊重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拒绝“摊

饼式”发展与盲目承接产业转移等任务，统筹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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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循序推进与农业适度发展及保护发展之间的关

系，更加注重农业生态保护建设。同时，根据国家主

体功能区规划，优化城镇化、工业化推进与优势农业

发展的空间布局，推进城镇空间拓展、工业升级转型

与农业布局优化协调同步，进而实现绿色低碳与可持

续发展。 

 

注释： 

 

① 农业投资指标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重乘以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额表示；农业资本折旧量，用

农业固定资产折旧代替，即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全部固

定资产折旧乘积表示；农业投资品价格指数，采用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指数予以代替；基期农业资本存量用基期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除以农业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表示，折旧

率 δ取 5.42%，农业投资增长率为农业实际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② 由于相关官方统计年鉴中，并未公布 2013 年与 2014 年农村劳

动力文化程度数据，因此对这两年数据进行线性插补处理。 

③ H-H 和 L-L 聚类表示农业碳生产率高(低)值区被高(低)值区包

围，即为“热(冷)点区”；而 H-L 和 L-H 聚类则表示农业碳生

产率高(低)值区被低(高)值区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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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Taking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14 as a sample, the present study measures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by 

adopting the stochastic leading-edge analysis method, constructs the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index by using the 

entropy index and, on this basis, furth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direct impact and indirect spillover effects of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on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Results show that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that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in a given area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urbanization in the 

region, but also by tha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at even the latter’s spillover effect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former. For China’s four regions,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still exist,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promoted by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stochastic leading-edge analysis; entropy 

index; spatial Durbin model (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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